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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 基于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 结合地理遥感数据， 采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以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 本文探究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数字经济

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 （１） 全国及八大综

合经济区的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整体上升态势。 （２）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

城市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并经过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Ｖ、 广义随机森林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依然成立。 （３） 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可以通过刺激绿色产业发展、 提高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以及助力绿色金融发展等机制实现。 （４） 在区位禀赋较弱、 资源错配程度较高以

及金融贷款规模较低的地区， 该赋能效应更为突出。 对此， 应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数字经

济的赋能作用， 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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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新发展阶段下，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长期以来， 中国以大量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

为主， 虽取得显著成效，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减轻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

力之间的矛盾， 但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 引致新时代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优美

生态环境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严成樑等， ２０２４） ［１］。 基于此，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未

来应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精

神引领下， 如何加快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为支撑、 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成为中国

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 数字经济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凭借高创新性、

６８



强渗透互补性、 广覆盖性、 无限复制共享等特性， 数字经济不仅能够引发生产范式改进和产业联

动效应 （Ｈｅｏ ＆ Ｌｅｅ，２０１９） ［２］， 激活经济新动能， 还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

率， 减少对环境资源的依赖、 消耗和污染 （余典范等， ２０２３） ［３］。 有鉴于此， 本文结合宏观数据与

地理遥感数据， 试图从城市层面考察数字经济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 并进一

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以期为有效发挥数字经济效能、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经验证

据和政策参考。
纵观已有文献， 一方面， 学界已从多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关系。 从全

国层面来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３０ 个省 （区、 市） 生态可持续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上

升的态势， 且已步入基本协调水平 （魏振香和史相国， ２０２１） ［４］。 从城市群来看， 西北地区、 长江

经济带、 珠江三角洲、 京津冀地区、 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度均表现出稳

步上升的态势， 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程广斌等， ２０１８； 李建新等， ２０２０； 张国俊等， ２０２０；
徐军委， ２０２３； 郝智娟等， ２０２３） ［５－９］。 另一方面， 多数学者已从人力资本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

（隋建利和陈豪， ２０２１） ［１０］、 绿色金融发展 （武英涛等， ２０２４） ［１１］、 物流业发展 （王军和宋纪薇，
２０２３） ［１２］、 环境规制 （张鑫等， ２０２２） ［１３］、 创新水平 （王培鑫和吕长江， ２０２３） ［１４］ 等方面， 探究

了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
近几年， 随着国家对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愈加突出， 关于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屡见不鲜，

所涉范围也极为丰富， 涵盖收入差距 （洪俊杰等， ２０２４） ［１５］、 区域经济协调 （田瑶和郭立宏，
２０２４） ［１６］、 企业高质量发展 （黄勃等， ２０２３） ［１７］、 企业出口表现 （蔡宏波和韩金镕， ２０２４） ［１８］、
碳排放 （邓若冰和吴福象， ２０２４） ［１９］、 新型城镇化 （李琳等， ２０２４） ［２０］ 等方面。 部分学者围绕数

字经济如何影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也进行了初步探讨， 典型如江永红等 （２０２３） ［２１］ 运用省级面

板数据测算发现， 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张彦彦和胡善成

（２０２３） ［２２］ 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可以显著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
以上文献为本文展开深入分析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见解， 但仍存在可改进之处， 第一， 当前

关于数字经济的衡量方式主要存在两种思路， 一种是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视角出发， 对数字经济相

关产业进行估算 （Ｂａｒｅｆｏｏ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许宪春和张美慧， ２０２０； 陈梦根和张鑫， ２０２２） ［２３－２５］， 另

一种是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这种思路在城市层面的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 （赵涛等， ２０２０） ［２６］。
然而， 数字经济近几年辐射范围之广、 渗透速度之快， 前所未有。 当下地级市层面数字经济的研

究中所采用的指标与覆盖范围相对受限， 难以更全面刻画地级市数字经济特征及发展水平。 第二，
已有文献中关于环境保护的刻画多从 “三废” 排放、 市政建设、 污染物处理率等环境治理指标出

发， 难以客观反映出该地区植被覆盖、 水网密度、 物种多样性等生态质量情况。 城市层面环境类

指标的不足， 导致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的测算多聚焦于省级或城市群层面， 相关研究难以细化到

全国地级市层面。 第三， 作为稳增长、 促绿色的重要引擎， 目前对于数字经济如何作用于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一方面的研究是颇为不足的。 具体体现为城市层面上对二者关系的探究相

对较少， 二者内在作用机制的分析也较为不足。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本文在数字经济 “四化” 内涵基础上进

行拓展， 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创新创业、 数字治理五个维度综

合刻画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相较以往研究更具全面性； 第二， 选用颗粒度更高的地理遥感

数据———夜间灯光强度以及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测算了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程度， 突破

了以往仅限于省份或城市群层面的研究框架， 且指标相较于传统衡量方式更具有客观性； 第三，
本文探讨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 并从刺激绿色产业发展、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助力绿色金融发展等路径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刻剖

析， 既丰富了已有文献， 又为数字经济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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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投入型转向绿色、 循环、 效率增进型的 “加速器”。
首先，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拓宽了生产可能性边界， 优化了社会生产力的结构与布

局 （钟成林和胡雪萍， ２０２４） ［２７］， 缓解了中国当前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空间有限的难题 （杨汝岱

等， ２０２３） ［２８］， 强化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而数据要素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也可替代传统生产要

素， 促进自然物料投入轻量化与利用效率提高 （陈伟雄等， ２０２３） ［２９］， 以更低的生态成本实现更

大的价值创造。 其次，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市场主体进行最优生产经营、 消费决策， 协

助政府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效率 （刘治彦和王谦， ２０２４） ［３０］， 促进经济价值的增值

（刘成杰等， ２０２３） ［３１］。 同时， 数字经济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抓手， 显著放大了

要素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流通效率和优化配置能力 （江小涓和靳景， ２０２２） ［３２］， 在中国庞大的市

场体量下， 可大规模降低无效生产带来的资源浪费与污染排放。 最后，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有利于驱动产业全方位全链条向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改造升级， 赋能环境污

染治理、 监测预警、 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３３］。 此外， 数字

经济带来的共享单车、 在线支付、 新零售、 居家办公等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也为塑造绿色低

碳消费模式提供了契机 （韩晶和蓝庆新， ２０２２） ［３４］， 大幅减少了消费端的碳足迹与生态占用， 并

正向反馈推动供给侧绿色低碳转型。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１： 数字经济有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能够刺激绿色产业发展， 进而有利于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从供给侧看， 数字

经济的网络外部性、 高效性、 便捷性、 链接性等特性便于知识、 经验、 技术实现快速积累与消化

吸收， 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洁生产技术、 新能源开发、 新材料创造、 污染治理技术等绿色产业

技术的诞生和应用提供了强大助力 （张彧， ２０２４） ［３５］， 创造了良好的绿色产业发展外部条件。 从

需求侧看，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 全产业链整合协同、 智慧城市建设、 新业态新模式的创

造等， 背后均离不开数据中心、 海量算力等大规模数字基建。 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电力消耗进而引

致直接与间接碳排放、 环境污染甚至不可再生能源使用增加 （张义和黄寰， ２０２３） ［３６］， 在中国高

碳、 高耗能行业仍占比较大的现实条件下， 迫切需要先进绿色设备、 绿色材料、 绿色能源、 绿色

技术交易等多领域的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辅助支持。 在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各国关注焦点的

大背景下， 绿色产业的培育与发展能够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 （周正柱和张明， ２０２３） ［３７］， 提高

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绿色核心竞争力， 稳步助力中国 “双碳” 目标的实现， 有利于构建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互为支撑、 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格局 （李晓萍等， ２０１９） ［３８］。
数字经济能够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进而赋能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从企业自身来看，

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不仅可以实现从原材料采购、 生产加工、 产品包装、 销售与售后服务、 库存

与仓储管理等各个环节的有机衔接， 避免人力、 物力等资源的无端浪费， 还能够帮助企业建立循

环、 低碳的清洁生产体系， 实时监测并及时管控污染排放降低生产负外部性， 以达到日益严苛的

环境规制要求， 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何凌云和祁晓凤， ２０２２） ［３９］。 从要素配置来看， 数

字经济有利于发挥市场 “无形的手” 的作用， 优化要素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配置， 淘汰落后产能和

改变市场结构 （Ｂｅｓｓｅｎ，２０２０） ［４０］， 倒逼企业通过产品、 技术、 服务创新等方式加快绿色转型步伐

（Ｒｉｔｔｅｒ ＆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２３） ［４１］， 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赢得经济效益的 “里子” 与环境

社会责任的 “面子” （解学梅和朱琪玮， ２０２１） ［４２］。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以更少的劳

动、 资本、 能源等要素投入， 更低的环境代价， 获得更高的经济产出， 更加注重经济与生态的协

调发展 （李诚浩和任保平， ２０２３） ［４３］。
数字经济能够助力绿色金融发展， 为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在现代化大

数据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数字与金融的结合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海量个体数据信息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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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计算、 匹配， 将原本杂乱无序甚至隐性的企业数据转化为动态关联的显性数据， 对绿色融

资企业进行精准画像 （方锦程等， ２０２３） ［４４］， 并能够及时识别企业违约、 “染绿”、 “漂绿”、 口号

环保等不规范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破除绿色金融供需双方信息壁垒的作用， 最终实现绿色资

金有效供给。 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也可以吸引和整合闲散、 优质的绿色金融资源， 并促使更多金融

知识匮乏、 难以接触到绿色金融的群体获得投融资机会， 提高绿色金融资源配给的均衡性 （陈华

和沈悦， ２０２２） ［４５］。 然而全产业链绿色转型、 绿色技术研发、 绿色基础设施布局等绿色项目的推

进， 具有投资周期长、 不确定性风险高、 公益性强、 财务回报较低等特点， 传统融资方式往往难

以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而绿色金融与发展绿色、 高效、 可持续经济直接挂钩 （张振华等，
２０２４） ［４６］， 极大缓解了绿色项目融资约束， 为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多元化的资金保障

（王修华等， ２０２１） ［４７］。
综上， 本文提出假说 ２： 数字经济可能通过刺激绿色产业发展、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助

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１．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

Ｃ ｉｔ ＝ ２ ×
Ｕｉｔ × Ｗｉｔ

（Ｕｉｔ ＋ Ｗｉｔ） ２ （１）

Ｔｉｔ ＝ αＵｉｔ ＋ βＷｉｔ （２）

ｙｉｔ ＝ Ｃ ｉｔ × Ｔｉｔ （３）
其中， Ｃ ｉｔ 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经济－环境耦合度， Ｕｉｔ 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经济发展水平， Ｗｉｔ 为

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Ｔｉｔ 为综合发展指数， 本研究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因此， α 和 β 均设定为 ０. ５。 ｙｉｔ 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
２．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本文借鉴 Ｄａｇｕｍ（１９９７） ［４８］ 提出的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 将研究样

本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 组间净差异以及组间超变密度， 揭示其差异性来

源， 组间基尼系数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Ｇ ｉｊ ＝
∑ ｎｉ

ａ ＝ １∑
ｎｊ
ｂ ＝ １

ｙｉａ － ｙ ｊｂ

ｎｉｎ ｊ（ｙｉ ＋ ｙ ｊ）
（４）

其中， ｉ、 ｊ 分别代表两个区域， ｎｉ、 ｎ ｊ 为相应区域内拥有的城市数目， ｙｉａ 为 ｉ 区域城市 ａ 的经

济－环境耦合协调度， ｙ ｊｂ 同理。 ｙｉ、 ｙ ｊ 分别为区域 ｉ 和区域 ｊ 的所有城市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

值。 根据公式可以看出， 若 ｉ＝ ｊ， 则计算的是区域 ｉ 的组内基尼系数 Ｇ ｉｉ； 若将研究的所有样本城市

视为一个区域， 则可以获得总体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 Ｇ。

Ｇｗ ＝ ∑ ｋ

ｉ ＝ １
Ｇ ｉｉρｉｓｉ （５）

Ｇｎｂ ＝ ∑ ｋ

ｉ ＝ ２∑
ｉ －１

ｊ ＝ １
Ｇ ｉｊ（ρｉｓ ｊ ＋ ρ ｊｓｉ）Ｄｉｊ （６）

Ｇ ｔ ＝ ∑ ｋ

ｉ ＝ ２∑
ｉ －１

ｊ ＝ １
Ｇ ｉｊ（ρｉｓ ｊ ＋ ρ ｊｓｉ）（１ － Ｄｉｊ） （７）

Ｇ ＝ Ｇｗ ＋ Ｇｎｂ ＋ Ｇ ｔ （８）

Ｄｉｊ ＝
ｄｉｊ － θｉｊ

ｄｉｊ ＋ θｉｊ
（９）

ｄｉｊ ＝ ∫∞
０
ｄＦ ｉ（ｙ）∫ｙ

０
（ｙ － ｍ）ｄＦ ｊ（ｍ） （１０）

９８



θｉｊ ＝ ∫∞
０
ｄＦ ｊ（ｙ）∫ｙ

０
（ｙ － ｍ）ｄＦ ｉ（ｍ） （１１）

其中， Ｇｗ 为区域内差异的贡献， Ｇｎｂ 为区域间差异的净贡献， Ｇ ｔ 为区域间超变密度的贡献。 ｋ
为区域总个数， ρｉ、 ρ ｊ 分别为区域 ｉ 和区域 ｊ 拥有的城市数占样本总城市数的比重， ｓｉ ＝ ρｉ ｙｉ ｙ， ｓ ｊ
同理， Ｄｉｊ 为区域 ｉ 和区域 ｊ 之间相对影响程度。

３． 回归模型。 为考察数字经济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 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 ψＸ ｉｔ ＋ μｉ ＋ δｔ ＋ εｉｔ （１２）

其中， ｙｉｔ 为城市 ｉ 在 ｔ 年份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 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Ｘ ｉｔ 为一

系列的控制变量， μｉ、 δｔ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核心被解释变量。 近几年， 夜间灯光数据凭借数据颗粒度高、 空间可比性强、 准确性较高

等优势， 被广泛作为客观指标应用于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状况 （张丹丹和沈菊琴， ２０２２） ［４９］， 因此，
本文选用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 提供的全球夜间灯光数据， 取对应城市栅格的均

值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关于各地级市的生态环境状况， 本文选用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提供的中国高分辨率生态环境质量数据集 （ＣＨＥＱ）①， 取对应城市栅格的均值衡量城市生态环境

保护水平。 该数据集与中国生态环境部提供的环境指数高度一致， 可以有效反映区域内生态破坏、
植被覆盖、 生物丰度、 土地胁迫、 水网密度以及污染物负荷等情况， 能够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质

量提供客观表征 （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５０］。 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获得中国城市层面的经济－环境耦

合协调度 （ＧＥ）。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结合中国国家统计局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２１）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２０２３ 年） 》 关于数字经济内涵的阐释， 并借鉴赵涛

等 （２０２０） ［２６］ 的经验做法， 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创新创业、 数

字治理五个维度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 其中，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体现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配置情况， 采用移动电话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等指标进行衡量； 数字产业化主要凸显

数字信息产业的发展情况， 采用工业互联网企业数、 ５Ｇ 企业数、 人工智能企业数等指标进行衡

量； 产业数字化主要囊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情况， 采用电子商务企业数、 新零售企业数、 数

字农业企业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指标进行衡量； 数字创新创业主要表征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与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采用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 上市公司数字经济专利被引次数、 数字软著发

表数、 每年新成立的数字企业数等指标进行衡量； 数字治理主要表征公共服务数字化情况， 采用

是否为信息惠民试点、 是否为电子政务试点、 是否为公共数据开放试点等指标进行衡量。
本文利用主客观结合赋权法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创新创业、

数字治理合成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Ｄｉｇｉｔａｌ）， 其中， 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产业

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创新创业四个分维度分别采用熵值法合成分指数； 由于数字治理涵盖的三

个指标均为 ０ 或 １ 变量， 本文各赋权为 １ ／ ３， 合成数字治理分指数； 此外， 本文认为五个维度都同

等重要， 因此对五个维度分别赋同等权重 ０. ２， 最终获得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指标体系见

表 １。
表 １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指标 权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移动电话普及率 （％） ０. ４１０

互联网普及率 （％） ０. ５９０

０９
① 数据来源：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ｅｏｄａｔａ． ｃｎ．



　 　 续表 １

指标 权重

数字产业化

工业互联网企业数 （个） ０. ２６９

５Ｇ 企业数 （个） ０. ２７５

人工智能企业数 （个） ０. ４５６

产业数字化

电子商务企业数 （个） ０. ２８６

新零售企业数 （个） ０. ３５３

数字农业企业数 （个） ０. ２８８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０. ０７３

数字创新创业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 （件） ０. ２６３

上市公司数字经济专利被引次数 （次） ０. ２５５

数字软著发表数 （件） ０. ３１５

每年新成立的数字企业数 （个） ０. １６６

数字治理

是否为信息惠民试点 ０. ３３３

是否为电子政务试点 ０. ３３３

是否为公共数据开放试点 ０. ３３３

３． 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区域自身因素的可能影响， 本文结合相关研究对重要变量进行控制，
控制变量包括： 人口密度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采用单位面积人口数的自然对数表征； 开放水平

（Ｔｒａｄｅ）， 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的自然对数表征； 创新水平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加

一的自然对数表征； 产业结构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 采用三次产业加权平均值表征； 科技支出 （Ｔｅｃｈ－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采用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表征； 人力资本 （Ｔａｌｅｎｔｓ）， 采用每万人在校大

学生数加一的自然对数表征。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共 ２８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除夜间灯光数据

和生态环境质量数据外， 信息惠民试点数据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发布的 《关于同意深

圳市等 ８０ 个城市建设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的通知 （发改高技 ［２０１４］ １２７４ 号） 》 整理获得，
电子政务试点数据根据中央网信办等有关部门发布的 《关于开展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的通知》
整理获得， 公共数据开放试点数据参考国家信息中心和复旦大学 ＤＭＧ 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发布

的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 （城市） 》 的相关数据整理获得。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

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每年新成立的数字企业数，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字经济及

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２１） 》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 基于天眼查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搜索获

取。 其余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主要来源于企研社科大数据库、 ＣＮＲＤＳ 数据库。 其他城市层面的数据

均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缺失数据参考各城市统计年鉴、 公报或插值法补齐。 此外， 为统一

量纲、 消除异方差影响， 在不改变数据整体趋势的情况下部分指标进行了加一取自然对数处理。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 ＣＥ ３３９６ ０. ４５０ ０. １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８２０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３３９６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１ ０. ７５２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３９６ ５. ７２７ ０. ９３７ １. ６１９ ８. ０５８

１９



　 　 续表 ２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开放水平 Ｔｒａｄｅ ３３９６ １３. ９６９ ２. １１０ ３. ２１０ １９. ８２２

创新水平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３３９６ ６. ３４８ １. ７６７ １. ３８６ １１. ９４５

产业结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 ３３９６ ２. ２９８ ０. １９３ １. ８３１ ９. ６８４

科技支出 Ｔｅ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３３９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３

人力资本 Ｔａｌｅｎｔｓ ３３９６ ４. ６８０ １. １０３ ０. ０００ ７. ２４４

四、 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一） 整体分析

为了全面掌握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形势， 本文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划分标准， 将

２８３ 个样本城市分为东北地区、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大西南、
大西北八大综合经济区。

图 １ 是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 从变化趋势来看， 全国及各综合

经济区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整体上升态势， 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共进能力

逐渐提高。 具体到年均增长率， 全国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６５％， 大西南最大， 达到了 ２. １６％， 其后依

次为长江中游 （２. １３％）、 南部沿海 （２. ０７％）、 大西北 （１. ７％）、 东部沿海 （１. ４２％）、 北部沿海

（１. ３９％）、 黄河中游 （１. ３４％）、 东北地区 （０. ６８％）， 可见超过全国平均增速的有大西南、 长江

中游、 南部沿海以及大西北。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从具体数值来看， 本文结合徐军委 （２０２３） ［８］、 郝智娟等 （２０２３） ［９］ 的研究成果， 考虑到极

端值较少， 将耦合协调的类型按递进式分布函数划分为 ＧＥ＜０. ３ 为重度失调、 ０. ３≤ＧＥ＜０. ４ 为中

度失调、 ０. ４≤ＧＥ＜０. ５ 为轻度失调、 ０. ５≤ＧＥ＜０. ６ 为初级协调、 ０. ６≤ＧＥ＜０. ７ 为中级协调、 ＧＥ≥
０. ７ 为良好协调， 共计 ６ 个标准。 全国总体水平位于 ０. ４－０. ５ 之间， 处于轻度失调状态， 在 ２０２１
年为 ０. ４９８， 接近于 ０. ５ 的失调与协调的临界水平， 有望在不久的未来迈入协调行列。 八大综合经

济区中有三个已经进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行列， 其中东部沿海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在样本

期内一直保持遥遥领先， 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由 ２０１０ 年的初级协调提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中级协调，
２９



而北部沿海从最初的轻度失调逐渐转变为初级协调。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大西南、 东北地区从

中度失调提高至轻度失调。 大西北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一直位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最低水平，
但是也在不断地进步， 由样本期初的重度失调攀升至中度失调， 说明中国各个地区均在努力实现

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二） 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分析

１． 总体差异及区域内差异分析。 本文使用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测算了全国以及八大综合经济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组内差异。 结果见表 ３。
从全国结果来看， 中国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基尼系数整体上呈现出波动趋势，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１５３ 先下降至 ２０１３ 年最低点 ０. １３９， 然后又涨至 ２０１６ 年最高点 ０. １６７， 后又逐步回落

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１４３， 样本期内均值为 ０. １５３， 相较分地区的结果处于较高水平， 说明中国城市经济
－环境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具体到八大综合经济区来看， 其一， 除大西北以外， 各综合经济区域内的基尼系数逐年均小

于等于全国水平， 说明各综合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程度相对较小， 样本城市的整体差异主要来自

于区域间差异。 其二， 各综合经济区内的基尼系数在考察期内的演变走向与全国总体变动趋势类

似， 均整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动趋势。 其三， 各综合经济区内的基尼系数表现出

相对明显的差异化， 大西北的均值位于所有综合经济区之首， 为 ０. １６７， 其后依次为黄河中游

（０. １４４）、 南部沿海 （０. １２１）、 东北地区 （０. １１３）、 长江中游与大西南并列 （０. １０３）、 东部沿海

（０. ０７１）、 北部沿海 （０. ０６７）。 这可能是因为， 大西北综合经济区虽只涵盖甘肃省、 青海省、 宁

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五个省 （区）， 但是其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４３％
左右， 在气候、 地理区位、 资源分布、 基础设施建设、 政策导向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不同， 导致了

区域内各城市在生态环境、 产业结构、 科技基础、 经济水平等形成较大的差异性。 因此， 可能造

成大西北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差异程度相对突出。
表 ３　 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

年份 全国 东北地区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大西南 大西北

２０１０ ０. １５３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９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７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８ ０. １７４

２０１１ ０. １５２ ０. ０９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６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８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６ ０. １６７

２０１２ ０. １４５ ０. ０９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０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６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１ ０. １５７

２０１３ ０. １３９ ０. ０８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７３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４ ０. １４８

２０１４ ０. １６６ ０. １３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１ ０. １３５ ０. １５１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４ ０. １９５

２０１５ ０. １６２ ０. １２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０ ０. １３６ ０. １５４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３ ０. １６２

２０１６ ０. １６７ ０. １３３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２ ０. １３６ ０. １５４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７ ０. １９８

２０１７ ０. １５５ ０. １１８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３ ０. １１５ ０. １５４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４ ０. １７２

２０１８ ０. １５５ ０. １２７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７ ０. １１３ ０. １５１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７２

２０１９ ０. １５２ ０. １２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７ ０. １１１ ０. １５２ ０. ０９９ ０. １０２ ０. １６４

２０２０ ０. １４９ ０. １１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１ ０. １０６ ０. １４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３ ０. １５４

２０２１ ０. １４３ ０. １１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２ ０. １４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８８ ０. １４５

平均水平 ０. １５３ ０. １１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１ ０. １２１ ０. １４４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３ ０. １６７

２． 区域间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组间基尼系数测算了国家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环境耦合协调

度区域间差异的变化情况， 并分别选取了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以及 ２０２１ 年 ６ 个典

型年份展示区域间差异的整体变化趋势。 结果见图 ２。 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 图中的阴影面积呈现

出波动特征， 在 ２０１５ 年左右阴影面积达到最大， 即各区域之间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分化较为

严重， 然后到 ２０２１ 年逐渐收缩， 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减弱， 说明随着中国对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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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不断提升， 结合近几年新能源等绿色技术的突破式成长、 产业结构的升级迭代、 数字经济

的迅猛发展态势， 各地区在经济高质量与环境高保护之间齐头并进， 但是一些地区也不可避免囿

于历史发展基础和条件导致进展相对缓慢。 具体到各区域之间差异大小来看， 东部沿海、 南部沿

海分别与大西北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最为显著， 年均值分别达到了 ０. ２１０、 ０. ２０５。 沿海地区的差异

性最小， 北部沿海与东部沿海、 北部沿海与南部沿海、 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之间的差异年均值分

别为 ０. ０８７、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３。

图 ２　 国家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区域间差异的变化情况

注： 图中 １ 代表东北地区， ２ 代表北部沿海， ３ 代表东部沿海， ４ 代表南部沿海， ５ 代表黄河

中游， ６ 代表长江中游， ７ 代表大西南， ８ 代表大西北， １－２ 代表东北地区与北部沿海经济－环境耦

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 其他含义一致。

图 ３　 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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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总体差异分解及贡献率。 图 ３ 展示了样本期内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内差异、 地区

间差异以及超变密度。 可以看出， 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 地区

间差异的基尼系数年均值为 ０. １０１， 相应的平均贡献率为 ６５. ８３％， 贡献率随着时间整体上呈现出

递增的变动趋势，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５. ２６％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８. ９４％。 超变密度次之， 样本期内绝对

年均值为 ０. ０３８， 相对贡献率年均值为 ２４. ６１％， 整体上呈现为递减趋势，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５. １％降低

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１. ８７％， 相当于地区间差异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意味着， 八大综合经济区内经济－环
境耦合协调度交叉重叠部分占比较小， 本文选用八大综合经济区划分样本显示出较强的合理性。
地区内差异最小， 年均值仅为 ０. ０１５， 贡献率在 ９. ５６％左右。

（三） 中国数字经济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典型事实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预期数字经济会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 在深

入辨析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了其与数字经济之间的时空

关联。
图 ４ 汇报了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与数字经济指数平均变动趋势。 可以看

出， 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与数字经济指数在时间维度上均呈现出上升态势， 且增长趋势较为一

致， 二者表现为 “同进同退” 的潜在趋势。 同时， 本文将所有样本城市按照前述耦合协调度 ６ 个

划分标准进行归类， 然后计算出各类别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与数字经济指数均值， 为了更明晰

表征二者的变动情况， 对数字经济指数取相反数， 结果见图 ５。 可以看出， 经济－环境耦合度协调

度高的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也较高， 这意味着，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与环境质量提升的 “双赢”。

图 ４　 时间维度下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与数字经济指数变动趋势

图 ５　 空间维度下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与数字经济指数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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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

效应面板模型展开详细分析， 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列 （１） 为只考虑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

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９２，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当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每提升 １ 单位， 城市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会提

高 ０. ０９２ 个单位。 列 （２） 为进一步加入人口密度、 进出口贸易、 创新水平、 产业结构、 科技支出

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此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１％的水平

上显著， 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０６７， 且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 因此， 在保证其他条件不变的

前提下， 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高城市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水平， 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提

升的协调发展。 假设 １ 得到验证。 数字经济带来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打

破了 “经济发展必须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 的谬论。
表 ４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ＧＥ ＧＥ

（１）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３）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Ｔｅｃ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０. ６５７∗∗

（０. ３３０）

Ｔａｌｅｎｔ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Ｏｂｓ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９３ ０. ７１２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 ） 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即

经济与环境双系统发展越协调的地区， 越具有能力前瞻性布局数字经济建设， 以及可能存在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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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变量、 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 导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出现估计偏误。 本文采用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Ｖ 以及

机器学习算法， 进一步验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 参考易行健和周利 （２０１８） ［５１］ 的研究做法， 以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指数与时间维度上

的一阶差分的交乘项构造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Ｖ， 该工具变量与各对应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

关性， 但是对当期的经济－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影响甚微， 因此理论上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Ｖ 是有效的。 采用工

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５ 列 （１） －（２）。 列 （１） 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回归

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 ＫＰ 检验 Ｆ 统计量为 ７２. ６４， 显著大于 １０％的临界值， 因此拒绝

“存在弱工具变量” 的原假设， 说明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Ｖ 与内生变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且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 列 （２） 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 数字经济发展依然

可以显著提高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 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５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Ｅ

（１） （２）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Ｖ
６. ３９３∗∗∗

（０. ７５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８７∗∗∗

（０. ０２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Ｏｂｓ ３１１３ ３１１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９３

其次， 分别以 “智慧城市” 政策试点、 “宽带中国” 战略试点作为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准自

然实验， 采用机器学习算法进一步探讨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鉴于协变量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动和分布不平衡、 样本组无法满足随机抽样条件等问题， 双重

差分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法等传统因果推断模型的回归结果， 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 （胡尊国等，
２０２２） ［５２］。 因此， 本文借鉴 Ａｔｈ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５３］、 胡尊国等 （２０２２） ［５２］ 的研究思路， 选用广义随

机森林模型估计政策处置效应， 该模型不仅可以大幅提高政策效应评估的可靠性， 其估计量还满

足一致性与渐进正态性 （Ａｔｈ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５３］。 广义随机森林模型的处置效应估计形式为：

　 　 　 　 　 　 　 τ^ ＝
∑ ｎ

ｉ ＝ １
αｉ（ｘ）［Ｙｉ － ｍ^（ －ｉ）（Ｘ ｉ）］［Ｄｉ － ｅ^（ －ｉ）（Ｘ ｉ）］

∑ ｎ

ｉ ＝ １
αｉ（ｘ）［Ｄｉ － ｅ^（ －ｉ）（Ｘ ｉ）］ ２

（１３）

其中， τ^ 为给定协变量 Ｘ ｉ 的条件下平均处置效应， αｉ（ｘ） 为适应性核函数， ｍ^（ －ｉ）（Ｘ ｉ） 为包外

（ ｏｕｔ－ｏｆ－ｂａｇ） 在给定协变量 Ｘ ｉ 的条件下政策效果 Ｙｉ 的预测值， ｅ^（ －ｉ）（Ｘ ｉ） 为包外在给定协变量 Ｘ ｉ

的条件下个体接受处置的概率， Ｄｉ 为处置变量。
表 ６ 的列 （１）－（２）、 列 （４）－（５） 显示， 在不考虑个体差异的前提下， 基决策树的数量无论

选择 １０００ 还是 ４０００， “智慧城市” “宽带中国” 对城市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处置效应均在

１％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且分别稳定在 ０. ０１９ 和 ０. ０４３ 左右， 表明基决策树的数量选择能够满足估

计结果准确度的条件。 列 （３）、 列 （６） 给出了进一步控制个体差异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两

７９



个政策试点的实施仍然显著促进城市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且平均处置效应并未发生较大

变动。 此外， 各列的稳健标准误差均明显小于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Ｖ 法和基准回归， 表明广义随机森林模型具

有较高的估计准确度。 综上分析， 说明了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

调发展， 与基准回归分析一致。
表 ６　 广义随机森林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智慧城市” 政策 “宽带中国” 战略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Ｅ ＧＥ ＧＥ ＧＥ ＧＥ 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８）

树的数量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个体差异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Ｏｂｓ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２．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利用 Ｒ 语言获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经

济相关词汇的数量①， 通过计算数字经济相关词频占报告中总词汇的比例， 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程度的代理变量， 估计结果见表 ７ 列 （１）。 此外， 本文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准年份， 结合 ＩＦＲ 六大行业

工业机器人存量数据， 参考许健等 （２０２２） ［５４］ 的计算方式， 测算了各年份各城市的工业机器人渗

透度， 作为另外一种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工业机器人渗透度越高

意味着城市的智能制造水平越高， 数字化水平可能越高， 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 ７ 列 （２）。 可以看

出， 无论是选用数字经济词频占比还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度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 回归

系数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江永红等 （２０２３） ［２１］、 谢婷婷 （２０２４） ［５５］ 关于经济发展、 生

态环境质量的衡量方式， 根据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 生态环境质量从生态环境状态、 生态环境

压力、 生态环境治理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 其中生态环境状态采用人均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衡量， 生态环境压力采用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衡量，
生态环境治理采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衡量， 利用熵值法合成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进一步测算出二者的耦合协调

度， 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 ７ 列 （３）。 结果显示， 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备可靠性和有效性。
３． 调整样本。 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两个指数的测算结果， 区域间

在两个指标上差距较大， 具有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为了避免极端值干扰， 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

文采用 ５％和 ９５％水平的缩尾， 表 ７ 列 （４） 汇报了估计结果。 另外， 考虑到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

城市可能在政策倾斜、 产业基础、 科研实力、 人才集聚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导致结果估计的

偏误， 因此， 本文将样本城市剔除掉 ４ 个直辖市以及 ５ 个计划单列城市， 重新进行估计， 表 ７ 列

（５） 给出了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调整样本后数字经济发展仍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经济－环境耦

合协调水平， 说明基准结果具有稳健性。
４． 省份聚类与分位数回归。 同一省份不同城市在地理区位、 文化背景、 公共政策等方面可能

８９

① 数字经济相关词汇主要有： 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 智能化、 智慧化、 大数据、 区块链、 ５Ｇ、 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 数据

服务、 数据共享、 数据治理、 智慧城市等。



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省份层面聚类的估计结果， 见表 ７ 列 （６）。 在进一步考虑

了省份聚类的情况下， 回归系数在 ５％的水平下依然显著为正， 不改变基准回归结论。 另外， 前文

分析关注的是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影响以及变动趋势分析， 并未验证不同

水平下的经济－环境耦合度， 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性， 因此，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

型， 结合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 （ＭＣＭＣ）， 抽样 １０００ 次， 分别计算了 ２５％、 ５０％、 ７５％三个分

位数水平下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 结果见表 ７ 列 （７）－（９）， 可以看出， 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 数

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说明基准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核心变量 调整样本 省份聚类 分位数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 １２５∗∗∗

（０. ５８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５）
０. １５１∗∗∗

（０. ０２７）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２）
０. １９２∗∗∗

（０. ００３）
０. ２３９∗∗∗

（０. ００３）
０. ３３５∗∗∗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３９６ ３３８４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３２８８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１０ ０. ７１３ ０. ８２６ ０. ６９９ ０. ７１８ ０. ７１２ － － －

（三） 机制分析

经过初步的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对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赋能效应可能存在三条影响路径，
分别为刺激绿色产业发展、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助力绿色金融发展， 本部分借鉴江艇

（２０２２） ［５６］ 的机制检验方法， 下面将逐个验证。 假说 ２ 得到验证。
１． 刺激绿色产业发展。 本文选用绿色产业创业活跃度、 绿色产业创新活跃度反映一个区域发

展绿色产业的积极性。 为了克服城市规模的差异， 本文以城市每万人中新创绿色产业企业数作为

绿色产业创业活跃度的代理指标， 以城市每百人中绿色产业专利的申请数作为绿色产业创新活跃

度的代理指标， 数据来源于中国公共政策和绿色发展研究数据库 （ＣＰＰＧＤ）。 表 ８ 的列 （１） －（２）
给出了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列 （１） －（２）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越

高， 城市的绿色产业创业活跃度、 绿色产业创新活跃度越高。 上述结果意味着， 数字经济为绿色

产业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了便捷的数据、 资金、 知识、 合作伙伴等资源获取渠道， 催生的新业态、
新商业模式为绿色产业创新创业塑造了广阔的空间， 加速了绿色产业创新创业进程， 因此可以通

过激发绿色产业发展， 促进城市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２．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测算了各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将资本、 劳动、 能源作

为投入指标， 以 ２０１０ 年作为基期， 其中资本投入采用 ９. ６％的折旧率和永续盘存法获得， 劳动投

入采用年末单位从业人数。 考虑到城市层面能源数据的可得性， 采用全社会用电量、 人工煤气和

天然气供气总量、 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 按照相应的折算系数计算出标准煤数量作为能源投入。
将经平减后实际 ＧＤＰ 作为期望产出，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

量作为非期望产出， 运用 ＳＢＭ－ＧＭＬ 指数模型测算了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 并进行回归。 表 ８ 的列 （３） 汇报了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 “无形的手” 优化了资源在城市内部的配置， 数字技术

的渗透和推广降低了资源的耗损以及污染物排放。 验证了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

动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作用渠道成立。
３． 助力绿色金融发展。 由于目前绿色金融相关数据主要是省级层面， 城市层面难以获得， 对

９９



此， 一方面， 本文参考张琦等 （２０１９） ［５７］ 的做法， 采用上市企业年报中披露的与环保、 绿色生产

相关的投资支出作为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 根据上市企业注册地， 匹配加总到城市层面获得各城

市各年份的绿色投资水平， 作为绿色金融的代理指标。 另一方面， 借鉴诸多学者采用除六大高耗

能产业外的工业产业利息总支出衡量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水平的思路， 由于各地级市的工业产值数

据缺失较为严重， 本文采用各地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所在省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六大高耗

能产业外的工业产业利息总支出相乘获取各地级市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表 ８ 的列 （４） －（５） 给

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投资和城市的绿色金

融发展， 数字经济能够在短期内收集存储海量信息， 可以为企业或投资对象进行精准画像， 降低

了绿色投资双方信息不对称， 有利于实现绿色金融资源有效分配， 进而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提供资金保障。 机制三得到验证。
表 ８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机制一 机制二 机制三

（１） （２） （３） （４） （５）

绿色产业创业

活跃度

绿色产业创新

活跃度

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
企业绿色投资 绿色金融水平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 ５６８∗∗

（１. １４２）
１. ２２６∗∗∗

（０. １６９）
１. １４０∗∗∗

（０. ３７５）
２. ０３２∗∗∗

（０. ５０８）
０. ４３３∗

（０. ２５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３９６ ３３９６ ３３７２ ２９４０ ３３８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５０１ ０. ５２７ ０. ２２３ ０. ４６９ ０. ６２３

六、 进一步讨论

本文进一步从区位禀赋水平、 资源配置水平、 金融贷款规模三个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
（一） 区位禀赋异质性

根据前文分析发现，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北部沿海三个区域已迈入协调行列， 其他区域仍

处于失调状态， 这可能是由于相较其他地区， 沿海地区有着天然的区位禀赋优势， 不仅毗邻港口、
产业基础雄厚， 而且气候适宜、 生态环境条件优越， 对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协调推

进有着良好的基础， 因此， 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因区位禀赋差异可能存在异质性。 对此， 本文进

一步将三个已迈入协调行列的区域内城市归于区位禀赋优势组， 其余城市归于区位禀赋弱势组，
分别进行相应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９ 列 （１）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 的估计系数在区位禀赋弱势组显著为

正， 但在区位禀赋优势组并不显著， 说明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区位禀赋较弱的城市。
这些城市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 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地理区位导致的经济发展

与环境质量提升之间的失衡问题， 发挥了 “旱苗得雨” 效应。 特别是近几年来中西部地区凭借广

阔的土地、 丰富的绿电为全面深度推进数字经济 “落地、 生根、 开花” 提供了舒适的 “土壤”。
以 “东数西算” 工程为牵引， 改善了当地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以及环境保护技术落后的积弊， 显现

出显著的后发优势。
（二） 资源配置异质性

根据帕累托最优理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各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能够实现产出的最大化，
但是现实中往往因为信息流通不畅、 市场失灵、 技术限制等因素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或多

或少会存在资源错配的现象， 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与资源的浪费， 不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耦合

００１



协调发展。 因此， 本文参考刘诚和夏杰长 （２０２３） ［５８］ 的做法，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 结合 Ｃ－Ｄ 生产

函数， 测算了研究样本城市各年份的资源错配指数， 该指数原理是将要素的边际产出偏离其价格

程度看作市场资源配置的错位。 其中， 产出采用各地级市的 ＧＤＰ 表征， 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

获得， 资本价格设定为 １０％ （５％的实际利率与 ５％的折旧率）， 劳动力数量与价格分别采用年末单

位从业人数和平均工资表征。 在此基础上， 将高于资源错配中位数的城市划分为资源错配程度高

组， 其余城市划分为资源错配程度低组， 分别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 ９ 列 （３） －（４）。 可以看

出， 在资源错配程度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但是资源错配程度低

的地区回归系数为正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 数字经济能够很好地弥合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经济与

环境发展不协调问题， 数字经济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约束， 建立了极具灵活性的线上市场， 强大的

算法可以引导资源在生产、 消费系统中合理的流动， 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 金融贷款规模异质性

考虑到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提高金融便捷是数字经济影响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一个核心渠

道， 本文根据人均金融贷款余额核算对应城市样本期内的金融贷款规模， 将高于金融贷款规模中

位数的城市划分为高金融贷款规模组， 其余城市划分为低金融贷款规模组， 分别回归， 估计结果

见表 ９ 的列 （５）－（６）。 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对两类城市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是在金融贷款

规模低的城市， 估计系数更大， 也更为显著。 这意味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弥合金融资源不足

导致的经济与环境发展失衡， 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使得金融信贷能够以更低成本、 更快速

度触达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覆盖的行业和群体， 辅助验证了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实

现经济环境耦合协调的重要机制。
表 ９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地理区位禀赋 资源错配程度 金融贷款规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区位禀赋优势 区位禀赋弱势 高资源错配 低资源错配 高金融贷款规模 低金融贷款规模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８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９８∗∗∗

（０. ０３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１００８ ２３８８ １６９２ １６９２ １６９２ １７０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４３ ０. ６８４ ０. ７４３ ０. ６９９ ０. ７３７ ０. ７３１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中国 ２８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Ｄａｇｕｍ
基尼系数等方法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 并进一步构建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关系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首先， 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均整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 数值表现为由东

向西递减的空间格局， 东部、 南部、 北部沿海地区已迈入初级协调甚至中级协调行列。 空间差异

分析显示， 区域内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尤其是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内

差异程度相对明显； 各区域间差异尽管分化较为严重， 但近几年呈现收缩态势； 超变密度较小，
说明本文选用八大综合经济区划分样本显示出较强的合理性。 二是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城市经

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并经过 Ｂａｒｔｉｋ ＩＶ、 广义随机森林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结论依然

成立。 三是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刺激绿色产业发展、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助力绿色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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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机制， 提升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水平。 四是异质性分析表明， 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

在区位禀赋较弱、 资源错配程度较高， 以及金融贷款规模较低的地区更为突出， 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由于地理区位、 资源错配、 金融低效导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之间的失衡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应因势利导差异化部署政策， 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沿海地区虽然经济与环境协调

发展水平位于前列， 但明显提高动力不足。 这类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与技术条件， 但也伴随着较

大的资源供给缺口与用地紧张， 应深耕集群式海上风电、 分布式建筑光伏等领域新能源开发， 鼓

励高耗能产业向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有序迁移， 大力培育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 智能经济等新兴

产业， 引领经济业态的集约式发展， 并加快向其他地区提供技术转移与转化。 中西部等地区经济

与环境耦合协调度尽管处于较低水平， 但增长速度明显， 其优势在于避免了产业转型的 “沉没成

本”， 应着力发挥后发优势， 借助本地资源禀赋， 大力发展特色生态产业， 充分布局建设风电光伏

和规模化电力外送通道， 在本轮产业转移中抓住契机。 加快实现 “东技西送” “绿电贯西东” 等

东西部双向互济、 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 数字经济作为当下城市经济 “领跑者”， 应着力发挥其在促进经济环境耦合上的积极作

用。 各城市应凭借本地区应用场景适度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依托 “东数西算” 工程， 加快宽

带网络、 云计算中心、 数据中心等在中西部地区的落地， 提供高速、 稳定的数字连接环境， 支持

数字经济的发展。 同时， 要合理布局偏远地区和中小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避免因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不均衡和 “重建轻用” 问题导致数字空间效益非均衡以及由此引起环境效益低下。 此外，
应特别关注资源错配问题严重的地区， 利用数字经济的高效资源配置能力， 支持数字经济与相关

产业的深度融合， 加速数据要素对传统资源的替代和赋能， 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 强化数字经济促进经济与环境耦合的中介效能。 一是应大力推动绿色产业项目的孵化

和发展， 提升绿色产业发展的需求适配性， 做强绿色制造业与壮大绿色服务业， 为建立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提供强大的辅助支撑。 二是在保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 鼓励企业在生产

各环节中积极引入和应用节能环保的生产设备和技术， 加速传统优势产业的业务调整和绿色化转

型，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实现源头、 末端污染治理并重。 三是发挥好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 拉长

做深绿色金融服务链条， 加强绿色金融产品的监管和评估， 确保绿色金融产品的质量和效益， 以

绿色金融持续助力绿色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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